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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论

语文是人类生存发展中赖以交际的工具 ,是同人类生存实践活动

同时产生的。“语”是言语 (口语 ) ,“文”是文章 ;言语、文字和文章是构

成语文工具性内涵的要素 ,也是语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言语运用形

成的口语表达学的知识理论 ,文章写作与阅读所形成的写作学与阅读

学的知识理论 ,文字书写所形成的书法学的知识理论 ,以及语文教育实

践所形成的语文教育学的知识理论等 ,构成语文学完整的知识理论体

系。语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科学被认识和提出是现代的事 ,但对其上述

知识理论体系的研究却有悠久的历史 ,并且以往研究成果已成为中国

古代文化遗产中最具民族特色和继承价值的内容之一。其中特别是文

章学与口语表达学的研究 ,以系统而丰富的成果为现当代语文研究提

供了历史参照。

先秦两汉时期的文论 ,从严格意义上说都是在大文章观念指导下

立论的文章论 ,所论之文并非后来所谓的文学之文 ,而是与言语相对的

广义的文章 ,内容无非文章性能、文体流变及文章写作技法与阅读门径

等。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文”是指《诗》、《书》、《礼》、《乐》之文 ,“兴于

诗 ,立于礼 ,成于乐”(《论语·泰伯》)正说出文的内容和学文的目的。《韩

非子》中“儒以文乱法”的“文”,也显然指儒家经书之文。王充在《论衡》

中对文的界定更为具体明确 ,说 :“贤圣定意于笔 ,笔集成文。”又说 :“出

口为言 ,集札为文。”他以文体与文德界定文的范畴 , 提出“五文”的概

念 ,说 :“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 ,诸子传书为文 ,造论著说为文 ,上书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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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为文 ,文德之操为文。立五文在世 ,皆当贤也。”(《论衡·佚文》)曹丕在

《典论·论文》中发展了王充以文德与文体界定文章范畴的观点 ,提出

“本同而末异”的文章构成论。“本”是文章的宗旨 ,“末”是文章的体式

(文体 )。他认为遵五经六艺为圣贤立言是文章之本 ,也是一切文章的共

性 ,而文章体式则分“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 ,各具不同文

体特征。将这种“本同而末异”的大文章观念在实践上发展至完备地步

的是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该书以“圣贤辞书 , 总称‘文章’

(《文心雕龙·情采》)立论 ,对构成文章的各类文体性质、特征、功能与技

法等作出系统阐释与论述 ,堪称是中国历史上内容最为系统完整的文

章论。它对文章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从外延上缜密精确地阐明与界定了

各类文体间的联系与区别 ,而且从内涵上揭示了每种文体都是“义”与

“辞”的统一 (《文心雕龙·宗经》) ,这就为后来文体分类研究提供了理论

依据。作为这种分类研究开端的便是萧统的《文选》。《文选》是中国最早

的诗文总集 ,集中的作品 ,都是依据“事出于沉思 ,义归乎翰藻”的文学

之文的文体标准选定的。编者将所选作品按体式分为三十七类 (门 ) ,在

序中对各类文体的渊源、流变作出细密的论述与辩析 ,并首次提出“以

能文为本”和“以立意为宗”的文学之文与非文学之文的界限。作为文章

分类研究的文学之文的研究 ,以《文选》开其端 ,到唐宋时期得以广阔深

入地发展 ,并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对于白话诗体与散文文体的发展

产生了推动作用 ,以至形成以李白、杜甫、元稹和白居易为代表的诗体

改革运动和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散文文体改革运动。唐以后的文体

分类研究虽对各类文体作出不同界定 ,但所持文章观念仍是先秦两汉

时期的大文章观 ,并且为批判六朝浮靡文风而更加突出了儒家经书之

文的地位。韩愈提出著文要以古圣贤为师 (《答刘正夫书》:“宜师古圣贤

人”) ,以《诗》《书》《易》《春秋》为典范 (《原道》:“其文 ,《诗》《书》《易》《春

秋》”)。白居易在诗论《与元九书》中则遵六经为诗文之首 ,说 :“人之文 ,

六经首之 ;就六经言 ,《诗》又首之。”宋代文论发展了唐代古文运动中提

出和实践的上述大文章观念 ,北宋周敦颐、王安石和苏轼称当朝文章三

大家 ,各立门户 ,互不蹈袭 ,但在文章观念上却都承袭汉唐 ,即在大文章

观念中“本同而末异”的观点指导下 ,特别强调了文章的人文内涵 ,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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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用”为文之本 ,文章为“道之筌”。明清时期 ,由于小说、戏曲创作与理

论的发展 ,文学之文的地位大为提高 ,对各类文体的分类研究逐步增

多。这种状况的发展 ,不是使文章观念与范畴趋于模糊 ,或为文学概念

与范畴所取代 ,而是相反 ,文体学的发展更使原来较为笼统的大文章观

念与范畴 ,逐步清晰明确起来 ,即 :广义的文章是各种文体的总称 ,对于

各种文体规律的研究所形成的写作学与阅读学的知识理论体系 ,构成

文章学的基本内容。大文章观一直影响到近现代。近代古文集大成者章

太炎在《文学总略》中将文学与文章在范畴上加以区别 ,说 :“文学者 ,以

有文字著于竹帛 ,故谓之文 ;论其法式 ,谓之文学。”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 1 .文章观念是随人文历史而产

生与发展的。它原来的内涵是以文字符号记录与表现的书面语 ,即言

语的记录 ,用太炎先生的话说是“以文字著于竹帛”即为“文”。但随着

人文历史的发展 ,文章又被赋予中国文化独具的人文内涵 ,这便是文与

道的结合。由此 ,为圣贤立言的儒家经书之文便被定为文章的本源 ,它

不仅以“文以载道”的原则影响和规定了后世文章性能 ,而且以典范的

体式影响着文体发展的历史 ,使后世文章一直沿着本 (“文以载道”)同

而末 (文体形式 )异的方向发展 ;文章的历史也便以此成为文体形式不

断产生、发展与丰富的文体进化史。这一过程在观念上的反映便是大

文章观的产生。2 .大文章观产生于先秦而确立于魏晋南北朝 ,《文心雕

龙》对于文章性能与范畴的界定及对各类文体规律的研究 ,正是大文章

观确立并付诸实践的标志。此后历代文论对于文章学的研究 ,虽在某

些方面有理论突破 ,但所论文体却大致不逾刘勰所界定的大文章范畴。

大文章观是与狭义的文章观相对的广义的文章观 ,对文章范畴的界定

极为宽泛 ,它不是将文章界定为某一种或某一类文体的集合 ,而是将文

章看作以人文为其质 ,以文体为其形 ,随人文历史不断演化而永不封闭

的人文工具体系。3 .大文章观的产生与实践是文章学形成与发展的基

础。中国历代文论大都是文章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其论题主要包括

文章观念 (文章性能、范畴 )、文章写作与阅读、文体流变和文体分类研

究等。在历代文论中有不少专以诗词、小说和戏曲等文体研究为内容

的分类研究论著 ,这些论著虽然不同程度地涉及文学与美学理论 ,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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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多是应用性的文章学角度而非原理性的文学理论角度 ,其主要

内容应属于文体分类研究范畴。真正原理性的文学论著产生于近现

代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屈子文学之精神》、《人间词话》和鲁迅的

《摩罗诗力说》等 ,可谓这类文论的开山之作。

作为语文另一构成因素的言语 ,即古代所谓与“文”对立的“言”。

先秦时代百家争鸣 ,谈士蜂起 ,“言”成为政治文化交际的重要工具 ,能

言善辩的口才是“立身”、“立功”所必须。因此 ,“言语”教育便列为孔子

教学的重要内容 ,与“德行”、“政事”、“文学”并称为四科。孔子在评价

其弟子受业情况时也将“言语”一科列为四科之一 ,说 :“受业身通者 ,七

十有七人 ,皆异能之士也。德行 :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政事 :冉

有、季路 ;言语 :宰我、子贡 ;文学 :子游、子夏。”(《论语正义》:《论语·先

进第十一》集解 )在当时的社交应对中惯以诗赋引用增其语言的文采和

魅力 ,因此 ,孔子便视学诗为教育其弟子养成口才的必须途径 ,将学诗

与学礼并提 ,一方面以“不学诗无以言”的教诲阐明学诗与言语的关系 ,

一方面则进而指出学诗的根本目的在于养成从事政治与外交的言语应

对能力 ,若未获此种能力 ,则读诗再多也无意义 ,说 :“诵《诗》三百 ,授之

以政 ,不达 ;使于四方 ,不能专对 ;虽多 ,亦奚以为 ?”(《论语·子路》)在

孔子看来言语不仅是政治与外交的工具 ,而且是一种人文素质 ,在他所

提出的“文质彬彬”的君子风范中就包含着言语风范的内容。他认为文

与质的统一既是对君子行为的要求 ,更是对君子言语风范的要求 ,即规

范有力的交际言语应是既质朴而又具文采的 ,二者适度的谐合 ,便形成

君子的风度。在《论语》中还有一些关于言语方面的论述 ,从这些论述

中可以看到作为儒家语文观重要组织部分的言语观念已初步形成 ,其

构成是 :1 .言语工具论。认为言语是社会文化交际工具 ,具有工具性。

2 .言语教育论。以学诗为养成言语应对能力和良好人文素质的途径。

3 .言语构成论。将文与质视为构成言语的两大要素 , 以“文质彬彬”为

言语的理想境界。

言语作为交际应对工具的突出特征是论辩性能。以此 ,如何加强

应对中言语的论辩性以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便成为先秦时代口语表

达学所研究的重要内容。墨子和荀子在这方面的论述堪称经典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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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墨子提出为论辩性言语建立标准 ,叫作“立仪”,其内容有三条 ,称

为“三法”。他说 :“凡出言谈 ,则不可而不先立仪而言。若不先立仪而

言譬之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焉也 ;我以为虽有朝夕之辩 ,必将终未可得

而从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谓三法 ? 曰 :有考之者 ,有原之者 ,有用

之者。恶乎考之 ? 考先圣大王之事。恶乎原之 ? 察众之耳目之请。恶

乎用之 ? 发而为政乎国 ,察万民而观之。———此谓三法也。”(《墨子·

非命下》)在墨子看来言语在交际应对中的力量集中表现为对于是非利

害的辨析 ,而其辨析判断的标准即为上述“三法”。这“三法”也即辨析

是非时立论的根据 ,“考先圣大王之事”是说辨析是非利害要证之以史 ,

以历史上圣贤的言行为准则 ;“察众之耳目之请”是说立论要从实际出

发 ,要以老百姓的实际体验为依据 ;“发而为政乎国 ,察万民而观之”是

说判断是非利害要以其实践的政治效果为依据。墨子提出“三法”,既

为论辩性言语建立了标准 ,而又为言语交际功能及论辩性言语的特征

作出经典性概括 ,此理论观点不仅奠定了口语表达学的理论基础 ,而且

对政论文写作实践也有指导意义。荀子在墨子的基础上提出论辩言语

的三个层次 :小人之辩、君子之辩和圣人之辩。他说 :“有小人之辩者 ,

有士君子之辩者 ,有圣人之辩者。不先虑 ,不早谋 ,发之而当 ,成文而

类 ,居错迁徙 ,应辩不穷 ,是圣人之辩者也。先虑之 ,早谋之 ,斯须之言

而足听 ,文而致实 ,博而党正 ,是士君子之辩者也。听其言则辞辩而无

统 ,用其身则多诈而无功 ,上不足以顺明王 ,下不足以和齐百姓 ;然而口

舌之均 ,瞻唯则节 ,足以为奇伟偃却之属 :夫是之谓奸人之雄。”(《荀子

·非相篇》)从上述分类中可以看出荀子对于言语论辩能力内涵的界

定 ,即在他看来言语论辩能力是由以下三个层面构成 :其一 ,内容层面。

包括论辩所运用的观点与材料 ,其标准是墨子所提出的“三法”。这是

论辩的基础 ,离此便成为“辞辩而无统”的奸人之言 ,即“小人之辩”。其

二 ,形式层面。包括言语体式和论证方法 ,其标准是“文而致实”,“博而

党正”。其三 ,思维层面。指思维能力在言语应对中所形成的效益率。

这是论辩能力的最高层面 ,其标准是“不先虑 ,不早谋 ,发之而当 ,成文

而类 ,居错迁徙 ,应变无穷。”荀子称达到这一层面者为“圣人这辩”。

战国时代口才的意义与作用被提到空前的高度。口才是活跃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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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的权变之士游说专对施展纵横捭阖之术的依傍 ,是具有抱负与理想

的政治家借以发表政见和说动人主实行其政见的工具。口才与政治斗

争实践的结合 ,一方面使口语表达能力成为一种普遍的人文素质而具

有社会价值 ,一方面则使口语表达艺术成为一种专门学问而具有学术

价值。作为其标志的便是一大批将口语表达艺术发展到空前水准的杰

出游说之士的涌现。纵横家苏秦、张仪便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 ,《史

记》中有他们的列传 ,较翔实地记录了他们精彩精辟的论辩 ,并称此二

人均以过人智术和口才 ,“游说诸侯以显名”,成为口语论辩艺术的一代

宗师。其他如淳于髠 (齐 )、优孟 (楚 )、优旃 (秦 )、东方朔 (齐 )等 ,也都是

多辩之士 ,《史记》的《滑稽列传》中有他们以多辩之才讽谏人主的神妙

业绩的记录。这些记录便是崇尚口才的战国时代所遗存的口语表达学

的珍贵史料。

汉魏以后 ,崇尚文章 , 口才在政治上的工具性地位渐被文笔所替

代。因此 ,关于口语表达方面的直接成果 ,在史书中已不多见。唐代著

名史学家刘知几曾在其论著《史通·言语》中说明这种由言语而趋向文

章的历史演变过程 ,说 :“战国虎争 , 驰说云涌 , 人持《弄丸》之辩 ,家挟

《飞钳》之术 ,剧谈者以谲诳为宗 ,利口者以寓言为主 , 若《史记》载苏秦

合纵 ,张仪连横 ,范睢反间以相秦 ,鲁连解纷而全赵是也。逮汉、魏以

降 ,周、隋而往 ,世皆尚文 , 时无专对。运筹策划 ,自具于章表 ;献可替

否 ,总归于笔札。宰我、子贡之道不行 ,苏秦、张仪之业遂废矣。⋯⋯是

以历选载言 ,布诸方册 ,自汉以下 ,无足观焉。”但汉以后直接论述口语

表达的文字虽很少见 ,而在文章学的著述中却往往将言语作为文章的

基础 ,在言文关系的论述中间接地表述了关于口语表达的规律性认识。

汉以后言文分离 ,文风趋于浮靡 ,至六朝达到顶点 ,但同时也产生了反

对浮靡文风的倾向 ;这两种倾向的发展便形成两种文体 (脱离口语的文

言文体与以口语为基础的白话文体 )及两种文体观念 (言文分离的观念

与言文合一的观念 )的对立。关于口语的论述大都是一些力主言文合

一的论者 ,倡导语体文、批判言文分离和浮靡文风时 ,必然涉及的内容。

例如 :1 .王充在《论衡》中针对汉代“华而不实 ,伪而不真”的浮靡文风 ,

提出“文字与言同趋”的观点 ,并对口语表达作出如下要求 :其一 ,“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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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明为公”。即观点明确 ,是非分明。其二 ,“口论务解分而可听”。

即分析论条理清晰而有说服力。其三 ,“辩士之言要而达”。即语言简

约、晓畅、有力。2 .从建安时期至唐代的诗体改革理论中都突出地强调

了诗歌语言的口头告白性质 ,而这种口头告白性质正是口语的基本特

征。对这一特征最为集中和系统的论述则是元稹与白居易的诗论。白

居易在《新乐府序》中以口头告白性说明新乐府诗的语体特征 ,说 :“其

辞质而径 , 欲见之者易谕也 ;其言直而切 ,欲闻之者深诫也 ;其事核而

实 ,使采之者传信也 ;其体顺而肆 ,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四点是就

语体特点与其社会效果两方面而言的 ,即具口头告白性的诗歌语言 ,在

语体上显示着口头语言的质朴与通俗 (“质而径”)、直率与真切 (“直而

切”)、充实而不虚 (“事核而实”)、上口而流畅 (“顺而肆”)的特点 ;这语

体特点在社会效果上则形成可读性 (“见之者易谕”)、可听性 (“闻之者

深诫”)、可传性 (“使采之者传信”)和可诵性 (“可以播于乐章歌曲”)。

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则通过对于白居易新乐府诗在民间流传的广

泛性 (“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 ,往往有题仆诗者 ,士庶、僧徒、孀

妇、处女之口 ,每每咏仆诗者。”) ,不仅具体论证了上述观点 ,而且证明

语体化的新乐府诗 ,在语言上的精华与生命力正来自作为口语文学的

乐府民歌 ,是民歌中口头语言艺术与文人创作结合的结晶。这种诗歌

语体化和在诗论中关注民间口语艺术的倾向 ,始于建安 ,盛于唐代 (叫

作“力追建安”) ,一直影响到宋元时代 ,并由诗歌波及词曲和小说。3 .

宋代盛行于民间市井的“说话”把叙事口头文学发展到极致 ,由于“说

话”已在民间文化生活中居有主体性地位 ,所以便逐步出现了精通口语

表达艺术的“说话人”组成的职业化队伍 ,和以专门研讨口语表达艺术

的机构。在宋以后的文论中凡以白话小说为论题的论著大都有关于

“说话”与“说话人”的论述。这类著作所论及“说话”与“说话人”的内

容 ,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大致都已列举出来。明代冯梦龙在《古

今小说序》中以“其文必通俗 ,其作者莫可考”概括了“说话”所具有的可

听性与口传性的语体特征 ,并对“说话人”口语表达的魅力作了生动描

绘与评价 ,说 :“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 ,可喜可愕 ,可悲可涕 ,可歌可舞 ;

再欲提刀 ,再欲下拜 ,再欲决月豆 ,再欲捐金 ;怯者勇 ,淫者贞 ,薄者敦 ,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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钝者汗下。虽小诵《考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4 .元

以后的戏曲不仅重唱 ,而且重于“宾白”与“科诨”,而口语的艺术化则成

为对于“宾白”与“科诨”必须的要求。从这个时期的戏曲文论中便可看

到关于这方面的论述 ,其中将“宾白”与“科诨”作为专题系统论述的是

明代王骥德的《曲律》和臧懋循的《元曲选序二》。在这些戏曲论中所提

出的“科诨”要“不动声色 ,而令人绝倒”,“宾白”要“合情婉转 ,音调铿

锵”,“雅俗兼收 ,串合无痕”等要求 ,虽尚非严密的科学论断 ,但却是对

口语表达艺术规律性认识的概括。5 .在宋以后的文体史论中 ,以苏秦、

张仪为其宗的先秦口语表达学逐渐为论者所关注 ,并作为传统文体和

学科与其他文体并列为文体史研究内容。苏轼的《潮州韩文公庙碑》、

秦观的《韩愈论》、晁补之的《海陵集序》及明代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抄

总序》等文体史论 ,对于苏秦、张仪的论辩都给予历史的肯定 ,其具体观

点是 :其一 ,苏秦、张仪之辩是六大传统文体之一的“论事之文”,与列御

寇、庄周的“论理之文”,司马迁、班固的“叙事之文”,屈原、宋玉的“托词

之文”,韩愈的“成体之文”并列 ,其特征与功能是“别白黑阴阳 ,要其归

宿 ,决其嫌疑”。其二 ,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战国时代的论辩艺术对于

后世文章的发展有极大影响 ,在大文章家韩愈的“学术才气”中就包含

着对于苏秦、张仪论辩艺术的继承 (“列、庄、苏、张、班、马、屈、宋之流 ,

其学术才气 ,皆出于愈之文”)。其三 ,战国时期的论辩 ,“雄夸虚张 ,听

者为夺 ,虽义理皆亡 ,而文章可喜”,显示着中国言语和文章发生期的独

特形态 ,是文体史与言语表达艺术史必须研究的内容。 (引文均见《海

陵集序》,《论韩愈》)

以上论述证明 ,对于文章和言语的研究在我国已有悠久历史并取

得极为丰富的成果 ,历代文论便是这些成果最为集中的体现 ,这些文论

不仅为语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史料 ,具有历史价值 ,而且以极

其丰富的命题揭示了作为学科意义上的语文学的内涵与范畴 ,具有理

论意义。但更为重要的是 ,文论以文章与言语在对立统一中发展的事

实揭示了语文进化的普遍规律 ,这就使这些古人的论述以其哲学内涵

而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在言文对立统一中发展的语文进化规律是矛

盾法则在文体运动中的体现。语文是一个不封闭的永远处于运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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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的人文工具体系 ,推动这个运动发展过程的基本矛盾是语体 (言

语 )与文体 (文章 )之间的矛盾。语体是文体的基础 ,文体脱离语体而模

仿因袭 , 就必然走向僵化和浮靡 ,而以语体为基础实行文体创造与革

新 ,则是使文体走出僵化与浮靡获得新生的必由之路。这一进化过程

在观念上的反映便是言文合一和言文分离两种语文观的对立及其对于

实践的干预 ,对立与干预的结果 ,便推动了语言工具由自然进化向自觉

改革的转化过程 ,而终至酿成以进步语文观为指导的自觉的语文革命。

在中国历史上称得上语文革命的语文改革运动往往是伴随着思想文化

革命发生的 ,是思想解放运动中的工具解放运动。这样的语文革命在

古代和近代各有一次 :其一 ,是在佛教文化与传统文化交汇的背景下 ,

伴随着禅宗运动推动下的文化思想解放运动而产生的 ,以创造白语诗

体为宗旨的诗体革命运动。这个运动滥觞于建安 ,而形成的标志则是

公元九世纪上半叶以元稹、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运动。这是中国文体

史上第一个自觉的诗体革新时代 ,从理论与实践上奠定了中国白话诗

体的历史地位 ,对此后韵文文体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二 ,是在中

西文化交汇背景下 ,伴随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推动下的文学改良运

动而产生的 ,以建设白话文体为宗旨的近代语文革命。这是中国历史

上第一个自觉的文体改革与政治改良相结合的语文改革运动 ,在介绍

西方现代政治文化思想的同时引进了西方现代文体观念与形式 ,为中

国传统语文现代化提供了参照模式。这是中国文化的转型期 ,也是中

国语文的转型期。这一语文转型期在语文史上的重大意义是 ,在中西

文化交汇中培养造就了一支兼通中西文化的现代型语文改革队伍 ,胡

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随着五四新文化运

动产生的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正是在他们领导下开始的。

现代语文革命是在现代语文观念指导下的实践。它与传统语文革

命的不同就在于具有鲜明的现代性 ,即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价值观念指导下 ,在改革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由现代语文观念及其实践

构成的现代语文改革的完整体系。这个改革体系可以时序划分为在现

代语文观指导下具有连续性的以下三段语文改革实践 :

第一段是在以白话为本位的语文进化观念指导下的国语与白话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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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建设运动。胡适是这一改革运动的发难者和理论观念的集中代表

者。《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便

是这个阶段最具指导意义与理论价值的现代语文论。这些语文论在理

论上的贡献是 :1 .第一次提出与传统语文观念对立的现代语文观念 ,即

言文合一、文质并重的文体观 ,进化的语文史观和实践的语文建设观。

2 .以西方现代文体理论为参照初步建立了中国现代文体理论体系。3 .

系统地总结了语文改革与文体创造的经验教训 ,开拓了现代语文建设

的道路———“从国语的文学到文学的国语”。上述理论观念在实践上的

意义是指导和推动了国语文学、国语教育和国语文学史的建设 ,使活的

新的白话语体和白话文体第一次取代了死的旧的文言语本与文体的正

宗地位。但伴随新文体运动中“全盘西化”的倾向 ,在国语运动中便产

生了脱离大众的“洋八股”倾向。这种被称为“新文言”的倾向 ,严重地

限制了新文化思想在人民中的普及 ,是与现代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和精

神相背离的消极倾向 ,反映了第一阶段语文革命的局限性。

第二阶段是在以大众为本位的改革的语文观念指导下的大众语文

建设运动。鲁迅是这一运动的领袖和理论观念的代表者。在这个时期

的大众语文理论讨论中涌现了大批具有学术价值的语文论 ,而鲁迅的

《门外文谈》、《文艺的大众化》,瞿秋白的《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

《大众文艺的问题》,陈子展的《文言—白话—大众语》和陈望道的《关于

大众语文学的建设》等则是其中的代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科

学语文观念指导下的大规模的语文大众化运动 ,它与第一阶段相比 ,虽

都是语文工具的解放 ,但前者是白话对于文言的解放 ,而后者则是大众

语对于国语的解放。这一阶段语文改革的主要贡献是 : 1 .在唯物史观

指导下形成了一套具有科学性、实践性和系统性的大众语文建设理论

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不仅指导了三十年代的语文大众化实践 ,而且以

其普遍性理论内涵而成为整个现代语文改革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2 .在大众语体和大众文体建设实践方面找到了符合语文发展规律

的科学途径 ,这便是以口语为基础创造大众语文的途径和在利用、改造

旧文体形式的基础上创造大众化文体形式的途径。由于历史条件和环

境的限制 ,语文大众化的全面实施在三十年代并未变成现实 ,但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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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以后语文改革实践证明 ,上述两条途径确是实行语文大众化的必然

途径。3 .大众语文改革推动了文体理论 (特别是与大众关系密切的文

体理论 )的发展 ,形成新的文体理论体系 ,如木刻文体理论、杂文文体理

论和小说文体理论等。这些文体理论的主要创建者是鲁迅 ,由于他精

通中西、学识渊博 ,而又有国语运动和文学创作的实践经验 ,所以赋予

这些理论以经典性学术品格 ,不仅填补了现代语文史中一些文体理论

的空白 ,而且具有普遍的理论价值。语文大众化运动是继国语运动后

的又一次语文革命 ,它扬弃了国语运动中形而上学倾向 , 以辩证的方

法 ,批判地继承与发展了国语运动的成果 ,将语文改革引向现代化与大

众化相统一的方向。

第三阶段是在以民族形式为本位的建设的语文观念指导下的语文

民族形式建设运动。这是在批判文化教条主义的历史背景下 ,遵循新

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纲领创造民族形式的伟大实践 ,它与前两次革命相

比 ,更具实践的广泛性和理论的彻底性。所谓实践的广泛性 ,是指语文

改革实践第一次突破了知识分子圈而成为知识者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

实践 ;所谓理论的彻底性 ,是指指导语文改革实践的以民族形式为本位

的语文观及其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语文改革实践相

结合的产物 ,它是以实践论与矛盾论为其哲学基础的语文论新体系 ,完

全克服了以往语文论所难以避免的先验论与经验论的局限 ,而以马克

思主义科学的文化观和方法论对于语文民族形式的内涵、构成和创造

途径等理论问题 ,第一次作出科学的界定与说明。这一语文观念及其

理论体系在实践上的深刻意义是 ,通过民族形式的创造将语文现代化

进程中现代化、大众化、民族化三者之间的矛盾统一起来 ;而使这三者

达到统一的民族形式创造途径则是 :传统民族形式 (包括民间形式 )的

现代化和外来现代形式 (包括“五四”新形式 )的民族化。这次语文改革

运动是伴随抗战文艺运动产生的 ,它有力地推动了文艺民族形式的创

造 ,农村通俗小说、民族新歌剧、京剧现代戏和新型历史话剧等新文体

的诞生、发展及对后来的影响 ,典型地反映了这方面的成就。

由上述三种语文观念及其实践所构成的现代语文改革进程 ,实质

上是中国语文随着整个经济与文化的现代化逐步由传统走向现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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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走向世界的过程。因此 ,从上述三次语文革命入手系统研究与总

结五四以来现代语文观及其实践 ,不仅具有理论意义 ,而且是将语文改

革推向二十一世纪的重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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